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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能力、语言环境与城市
移民创业行为

杨　晔　朱　晨　谈　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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犈犮狅狀狅犿犻犮狊）犈犿犪犻犾：１８３０１７１７３３８＠１２６．犮狅犿；作者３：谈　毅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管学院金

融系（犃狌狋犺狅狉３：犜犃犖犢犻，犇犲狆犪狉狋犿犲狀狋狅犳犉犻狀犪狀犮犲，犃狀狋犪犻犆狅犾犾犲犵犲狅犳犈犮狅狀狅犿犻犮狊牔犕犪狀犪犵犲犿犲狀狋，

犛犺犪狀犵犺犪犻犑犻犪狅犜狅狀犵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

本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制度学习、文化差异与跨境风险投资行为与绩效

研究”（７１５７３１６３）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不确定性视角下我国早期阶段风险投资行

为研究”（７１５７３１７４）的资助。［犜犺犻狊狊狋狌犱狔狑犪狊狊狌狆狆狅狉狋犲犱犫狔狋犺犲狆狉狅犼犲犮狋狅犳犖犪狋犻狅狀犪犾犖犪狋狌狉犪犾

犛犮犻犲狀犮犲犉狅狌狀犱犪狋犻狅狀狅犳犆犺犻狀犪（犖犖犛犛犉犆）犻狀狋犺犲狋犻狋犾犲狅犳“犚犲狊犲犪狉犮犺狅犳犐狀狊狋犻狋狌狋犻狅狀犪犾犔犲犪狉狀犻狀犵，

犆狌犾狋狌狉犪犾犇犻犳犳犲狉犲狀犮犲狊犪狀犱犆狉狅狊狊犫狅狉犱犲狉犚犻狊犽犐狀狏犲狊狋犿犲狀狋犅犲犺犪狏犻狅狉犪狀犱犘犲狉犳狅狉犿犪狀犮犲”（７１５７３１６３）

犪狀犱“犚犲狊犲犪狉犮犺狅狀犚犻狊犽犐狀狏犲狊狋犿犲狀狋犅犲犺犪狏犻狅狉犻狀犈犪狉犾狔犛狋犪犵犲狅犳犆犺犻狀犪犳狉狅犿狋犺犲犘犲狉狊狆犲犮狋犻狏犲狅犳

犝狀犮犲狉狋犪犻狀狋狔”（７１５７３１７４）］

感谢薛谨同学出色的助研活动，也感谢《社会》匿名评审人提出的宝贵建议。文责自负。

摘　要：本文旨在探讨方言能力对城市移民创业行为的影响和对语言环境的

调节效应。基于“身份认同理论”，以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１２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犆犉犘犛）数据为样本，通过区分移民方言能力的沟通属性与文化属性，建立基

于线性概率模型的创业决策模型和基于多元回归模型的创业收入模型。研

究发现，方言能力的文化属性使移民创业的概率增加１．８％。在采用“双胞胎

样本”方法排除样本选择偏误和内生性后，这一结果依旧稳健存在。分样本

回归分析发现，方言能力只对教育水平较低的移民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拥

有不同物质资本的个体没有敏感性。进一步分析发现，方言能力对移民创业

决策的促进作用在语言种类较少和普通话普及程度较低的地区更加明显，但

对创业收入没有上述影响。本文有助于揭示语言在移民创业活动中的重要

作用。

关键词：语言能力　语言多样性　文化差异　创业决策　身份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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犇犻犪犾犲犮狋犆狅犿狆犲狋犲狀犮犲，犔犪狀犵狌犪犵犲犈狀狏犻狉狅狀犿犲狀狋犪狀犱 犝狉犫犪狀

犕犻犵狉犪狋犻狅狀犈狀狋狉犲狆狉犲狀犲狌狉狊犺犻狆

犢犃犖犌犢犲　犣犎犝犆犺犲狀　犜犃犖犢犻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犐狀犆犺犻狀犪，犾犪狀犵狌犪犵犲犺犪狊狋犺犲犱狌犪犾犪狋狋狉犻犫狌狋犲狊狅犳“犮狅犿犿狌狀犻犮犪狋犻狅狀”犪狀犱

“犮狌犾狋狌狉犲”．犗狀狋犺犲 狅狀犲 犺犪狀犱，犵狅狅犱 犮狅犿犿狌狀犻犮犪狋犻狅狀 狊犽犻犾犾狊 狀狅狋狅狀犾狔 犺犲犾狆

犫狌狊犻狀犲狊狊犿犲狀犵狉犪狊狆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犪犮犮狌狉犪狋犲犾狔犫狌狋犪犾狊狅犺犲犾狆狋犺犲犿犻犿狆狉犲狊狊犮狉犲犱犻狋狅狉狊

狋狅狊犲犮狌狉犲犲狓狋犲狉狀犪犾犳犻狀犪狀犮犻狀犵．犗狀狋犺犲狅狋犺犲狉犺犪狀犱，犾狅犮犪犾犱犻犪犾犲犮狋犮狅犿狆犲狋犲狀犮犲犺犲犾狆

狆狉狅犿狅狋犲狊犺犪狉犲犱犻犱犲狀狋犻狋狔犪狀犱犳犪犮犻犾犻狋犪狋犲犾狅犮犪犾狊狅犮犻犪犾狀犲狋狑狅狉犽犻狀犵狋狅犵犪犻狀犪犮犮犲狊狊狋狅

犫狌狊犻狀犲狊狊狉犲狊狅狌狉犮犲狊犪狀犱犲犪狊犲犫狌狊犻狀犲狊狊狋狉犪狀狊犪犮狋犻狅狀狊．犜犺犻狊狆犪狆犲狉犪狆狆犾犻犲狊狋犺犲狊狅犮犻犪犾

犻犱犲狀狋犻狋狔狋犺犲狅狉狔狋狅犲狓狆犾狅狉犲狋犺犲犻犿狆狅狉狋犪狀狋狉狅犾犲狅犳狋犺犲犮狌犾狋狌狉犪犾犪狋狋狉犻犫狌狋犲狊狅犳

犾犪狀犵狌犪犵犲犻狀犿犻犵狉犪狀狋犲狀狋狉犲狆狉犲狀犲狌狉犻犪犾犫犲犺犪狏犻狅狉狊．犜犺犲犱犪狋犪犻狊犱狉犪狑狀犳狉狅犿狋犺犲

犆犺犻狀犲狊犲犉犪犿犻犾狔犘犪狀犲犾犛狌狉狏犲狔犇犪狋犪（犆犉犘犛）．犜犺犲狉犲犵狌犾犪狋犻狅狀犲犳犳犲犮狋狅犳犾犪狀犵狌犪犵犲

犲狀狏犻狉狅狀犿犲狀狋犻狊犪狀犪犾狔狕犲犱狋犺狉狅狌犵犺犻狀犱犻犮犪狋狅狉狊狅犳犾犻狀犵狌犻狊狋犻犮犱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犪狀犱狆狅狆狌犾犪狉犻狋狔

狅犳犕犪狀犱犪狉犻狀．犜犺犲狊狋狌犱狔犳犻狀犱狊狋犺犪狋犪犳狋犲狉犮狅狀狋狉狅犾犾犻狀犵狋犺犲 “犮狅犿犿狌狀犻犮犪狋犻狅狀

犪狋狋狉犻犫狌狋犲狊”狅犳狋犺犲犾犪狀犵狌犪犵犲，狋犺犲“犮狌犾狋狌狉犪犾犪狋狋狉犻犫狌狋犲狊”狅犳狋犺犲犾犪狀犵狌犪犵犲犻狀犮狉犲犪狊犲犱

狋犺犲狆狉狅犫犪犫犻犾犻狋狔狅犳犿犻犵狉犪狀狋狊’犲狀狋狉犲狆狉犲狀犲狌狉狊犺犻狆犫狔１．８％．犜犺犲狅狌狋犮狅犿犲犻狊

犮狅狀狊犻狊狋犲狀狋犾狔狆狉犲狊犲狀狋犲犱犲狏犲狀犪犳狋犲狉犪狆狆犾狔犻狀犵狋犺犲 “狋狑犻狀”狊犪犿狆犾犲狋狅狅狏犲狉犮狅犿犲

狆狅狋犲狀狋犻犪犾狊犲犾犲犮狋犻狏犻狋狔犫犻犪狊犪狀犱犲狀犱狅犵犲狀犲犻狋狔．犜犺犲狊狋狌犱狔犪犾狊狅犳犻狀犱狊狋犺犪狋狋犺犲

狊犻犵狀犻犳犻犮犪狀犮犲狅犳狋犺犲“犮狌犾狋狌狉犪犾犪狋狋狉犻犫狌狋犲狊”狅犳犾犪狀犵狌犪犵犲犪犳犳犲犮狋狊狋犺犲犿犻犵狉犪狀狋犵狉狅狌狆

狑犻狋犺“犾狅狑犿犪狋犲狉犻犪犾犮犪狆犻狋犪犾”犫狌狋犻狊狀狅狋狏犻狊犻犫犾犲狑犻狋犺狋犺犲犵狉狅狌狆狑犻狋犺“犺犻犵犺犿犪狋犲狉犻犪犾

犮犪狆犻狋犪犾”，犪狀犻狀犱犻犮犪狋犻狅狀狋犺犪狋狊狅犮犻犪犾犮犪狆犻狋犪犾狅犳狊犺犪狉犲犱犮狌犾狋狌狉犪犾犻犱犲狀狋犻狋狔犻狊狌狊犲犱狋狅

犮狅犿狆犲狀狊犪狋犲犳狅狉狋犺犲犾犪犮犽狅犳犿犪狋犲狉犻犪犾犮犪狆犻狋犪犾．犃犾狊狅，犪狉犲犪狊狑犻狋犺犾犲狊狊犾犻狀犵狌犻狊狋犻犮

犱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犪狀犱犪犾狅狑犲狉犾犲狏犲犾狅犳犕犪狀犱犪狉犻狀狌狊犪犵犲狊犲犲犿狅狉犲犲犳犳犲犮狋狊狅犳狋犺犲“犮狌犾狋狌狉犪犾

犪狋狋狉犻犫狌狋犲狊”狅犳犾犪狀犵狌犪犵犲犻狀犿犻犵狉犪狀狋狊’狊狋犪狉狋狌狆犫狌狊犻狀犲狊狊犱犲犮犻狊犻狅狀狊，犺狅狑犲狏犲狉，狊狌犮犺

犪狋狋狉犻犫狌狋犲狊犺犪狏犲狀狅犻犿狆犪犮狋狅狀犫狌狊犻狀犲狊狊犻狀犮狅犿犲．犜犺犻狊狊狋狌犱狔犲狀狉犻犮犺犲狊狋犺犲犲狓犻狊狋犻狀犵

狉犲狊犲犪狉犮犺狅狀犾犪狀犵狌犪犵犲犫犲犺犪狏犻狅狉狊犫狔 犿犪犽犻狀犵犪犾犻狀犽犫犲狋狑犲犲狀犾犪狀犵狌犪犵犲犪狀犱

犲狀狋狉犲狆狉犲狀犲狌狉狊犺犻狆狋犺犪狋狉犲狏犲犪犾狊狋犺犲犻犿狆狅狉狋犪狀狋狉狅犾犲狅犳“犮狌犾狋狌狉犪犾犪狋狋狉犻犫狌狋犲狊”狅犳

犾犪狀犵狌犪犵犲犻狀犿犻犵狉犪狀狋狊’犫狌狊犻狀犲狊狊犫犲犺犪狏犻狅狉狊．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犾犪狀犵狌犪犵犲 犪犫犻犾犻狋狔，犾犻狀犵狌犻狊狋犻犮 犱犻狏犲狉狊犻狋狔， 犮狌犾狋狌狉犪犾 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犮犲狊，

犲狀狋狉犲狆狉犲狀犲狌狉狊犺犻狆，犻犱犲狀狋犻狋狔

一、问题的提出

创业不仅可以促进创新，同时还是解决发展中国家就业问题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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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渠道（犅狅犵犪狀，２００８）。激励居民开展创业活动不仅被视为维护社会

稳定的重要手段，还被看做居民积累财富的重要途径。据《全球创业观

察２０１６／２０１７中国报告》显示，社会公众中约有７０．３％的个体认为创

业是一项好的职业选择，在６２个国家调查中排名第１９位；约有７７．８％

的个体认为创业者享有较高社会地位，在６２个国家调查中排名第１８

位。１因此，如何激励居民开展创业活动一直是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

政策制定者关注的重要问题。尤其是２０１４年李克强总理在夏季达沃

斯论坛上首次提出“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号召，使得“草根创业”成为

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以往的研究认为，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

等经济因素是推动居民创业的主要诱因（李新春等，２００４），但缺少对社

会因素的讨论。

１．资料出处：犺狋狋狆：／／狀犲狑狊．犺犲狓狌狀．犮狅犿／２０１７０４０６／１８８７４４１１１．犺狋犿犾．

２．资料出处：犺狋狋狆：／／狑狑狑．狊狋犪狋狊．犵狅狏．犮狀／狋犼狊犼／狕狓犳犫／２０１７０２／狋２０１７０２２８＿１４６７４２４．犺狋犿犾．

中国的创业环境有与发达国家不一样的特征。一是中国正在经历

全球范围内最大的移民潮。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２０１６年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２０１６年底，中国大陆总人口１３．８３

亿，全国人户分离的人口有２．９２亿，占比２１．１１％，其中城市移民人口

２．４５亿，占比１７．７１％。２所谓城市移民，是指非当地户籍的常住人口

（孙秀林，２０１０）。随着城市移民的不断增多，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

其在城市中的创业问题。二是中国地域文化差异较为明显。中国是一

个多民族、文化多元的社会，南北文化差异较大，例如，北方人爱吃面

食，南方人爱吃米饭。各地区语言也差异明显。中国有１７种主方言和

１０５种次方言，其中，１７种主方言包括北京官话、东北官话、冀鲁官话、

江淮官话、胶辽官话、西南官话、银兰官话、中原官话、赣语、徽语、晋语、

客话、闽语、平话、吴语、湘语和粤语。正如霍夫斯泰德和麦克雷

（犎狅犳狊狋犲犱犲犪狀犱犕犮犆狉犪犲，２００４）具有开创性的文章所指出的，在讨论何种

因素可以激励居民创业的时候，不能忽略文化因素的重要作用。他们

认为，地域文化主要通过六个方面影响居民创业，分别是制度距离

（狆狅狑犲狉犱犻狊狋犪狀犮犲）、个人主义（犻狀犱犻狏犻犱狌犪犾犻狊犿）、男权主义（犿犪狊犮狌犾犻狀犻狋狔）、

对不确定性的控制（犮狅狀狋狉狅犾狅犳狌狀犮犲狉狋犪犻狀狋狔）、长期倾向（犾狅狀犵狋犲狉犿）和管

制（狉犲狊狋狉犻犮狋犻狅狀），但他们只是从文化环境的角度考察了文化对个体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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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忽略了特定文化现象的作用。

随着文化社会学的兴起，有学者开始关注方言这一文化特征在个

体实践中的重要作用（犆犺犲狀，２０１３；犆犺犲狀，犲狋犪犾．，２０１４；巴特曼斯基，

２０１５；张先亮，２０１５）。一方面，语言是沟通的主要工具。人们不仅可以

通过说话者的语音、语调等判断对方的身份，还可以通过沟通建立社交

群落，获得社会资源（犅犲狉狉狔，犲狋犪犾．，１９９７；陈波，２０１４）。国外研究普遍

认为，有效的沟通可以帮助创业者获取外部支持，缺乏效率的沟通则会

增加因信息不对称而遭遇道德风险的概率（犕狅犾犾犻犮犽，２０１４）。“信号理

论”（犛犻犵狀犪犾犜犺犲狅狉狔）认为，有效的沟通是指沟通的内容是说话者真实意

愿的表达，创业者与股东之间面对面的交流有利于股东了解企业的产

品质量与发展潜力，进而为创业者提供私人部门融资（犃犺犾犲狉狊，犲狋犪犾．，

２０１５）。该理论还认为，有效的沟通可以提高企业家的声誉，增加创业

者的信用，进而获得金融部门的融资（犆犾犪狉犽犲犪狀犱犆狅狉狀犲犾犻狊狊犲狀，２０１１）。

但是，这类研究仅关注了语言的内容，忽略了语言的语调与语音。“语

言期望理论”（犔犪狀犵狌犪犵犲犈狓狆犲犮狋犪狋犻狅狀犜犺犲狅狉狔）认为，语言的内容并不能

起到有效沟通的作用，因为不同的人即使说同样的话，带来的效果可能

也是不同的。反而是语言的风格，无论说者是什么身份，都是其真实意

愿的表达（犑狅狊犺狌犪，２０１０）。有研究发现，语言的风格对非盈利性社会型

创业的影响要远远大于盈利性的商业型创业（犘犪狉犺犪狀犽犪狀犵犪狊犪狀犱

犚犲狀犽狅，２０１７）。另一方面，语言除了作为沟通工具之外，也是居民地域

身份的象征。语言可以通过身份认证途径将文化背景相同的个体联系

在一起，通过建立社会网络，促进创业资源在群体内部流动（犆狉犪犻犵犪狀犱

犅犾犪狀犽犲狀狊犺犻狆，２０１１）。“社会认同理论”认为，群体可以为群内成员提供

心理安全与情感支持，减少创业资源流动中的代理成本 （犓犻犱狀犲狉，

２０１３）。但上述研究忽略了中国语言的文化特征。就中国的语言体系

来看，它既包括语言的内容（例如，由于“梨”与“离”有相近的读音，在某

些地区的风俗中，人们因此忌讳将梨分开食用），又包含语言的语调（例

如，河南、安徽方言中多用第三声）。同时，中国文化底蕴深厚，各地都

有自己独特的语言体系，不同的方言代表不同的文化特征。所以，有必

要针对中国特殊的文化背景展开相关研究。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犆犉犘犛）数据，试图在剥离沟通特性的

基础上考察方言的文化特征对移民创业的影响。本研究的贡献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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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第一，引入方言这一特定文化要素对中国的“大众创业”现象提供一

个合理的解释，拓展了创业理论；第二，引入“社会认同理论”分析方言

能力对居民创业的影响，丰富了语言与创业的相关文献；第三，利用全

国范围内的调查数据，深入剖析方言背后隐藏的地域文化特征，提供了

文化认同对个体行为决策影响的发展中国家证据；第四，区分个人方言

能力与区域语言环境，进一步厘清了创业者方言能力在不同语言环境

下对创业决策与创业收入的异质性影响。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方言能力对城市移民创业的影响

方言的文化属性对移民创业有重要的影响。文化是构成创业环境

的重要方面，而语言常被看做文化的一部分（犕狌犲犾犾犲狉，犲狋犪犾．，２００２；

犛狋犲狆犺犪狀犪狀犱犘犪狋犺犪犽，２０１６）。一方面，语言相同的个体之间容易形成文

化认同。个体更倾向于与自己具有相似价值观和风俗习惯的人交往，

从而满足社会归属感和认同感。语言越相似，文化心理的认同度就越

高。另一方面，语言不同的个体之间容易形成心理距离。在心理学领

域，语言是研究文化心理的核心，受复杂的地理环境、广阔的疆土和悠

久的政治经济环境的影响，中国的文化心理典型化为区域间语言的差

序格局。因语言相同产生的同乡心理便是以地方观念认同和乡土感情

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同时倾向于排斥外来文化和意

识形态，具有一定封闭性和排外性。老乡关系是文化认同与心理距离

交织的产物，表现为对群内文化的认同和对群外文化的趋离，而语言所

包含的文化信息正是形成老乡关系的基础和核心。

那么，语言对移民创业有何影响？第一，如果会说当地方言，会有

助于移民缓解创业融资约束。信贷约束是影响移民创业的重要因素

（犎狌狉狊狋犪狀犱犔狌狊犪狉犱犻，２００４）。同一方言体系下的个体因为文化观念的

相似，更容易构建社会网络，而社会网络作为非正规金融渠道，降低了

移民创业者的融资门槛，提高了创业可能性（犅犻狉犾犲狔，１９８５；犉狉犲狊犲犪狀犱

犌犻犲犾狀犻犽，２０１４）。例如，马光荣和杨恩艳（２０１１）的研究表明，农民的社会

网络越多，其借款渠道也就越多，即使在正规金融不发达的农村地区，

农民依然有较高的创业积极性。吉门和李维（犌犻犿犿狅狀犪狀犱犔犲狏犻犲，

２０１０）利用以色列技术孵化计划的１９３名参与者来研究创始人语言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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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对高新技术企业外部融资的影响，发现创始人与潜在投资者说同一

种语言有利于获得投资者的青睐。第二，如果会说当地方言，会有助于

移民获取创业资源。资源获取也是影响移民创业的重要维度（蔡莉等，

２０１１）。因语言相似所构建的社会网络可以帮助移民创业者较快地与

本地居民建立合作关系（犑狅狊犺狌犪犪狀犱犆犾犪狌犱犲，２０１４；李宇明，２０１７）。这

种合作关系可以促进创业资源在群体内部流动，有利于增加创业者获

取创业资源的广度与深度，帮助移民获得创业需要的市场信息、人力资

源、物质资源和技术支持（犆狉犪犻犵犪狀犱犅犾犪狀犽犲狀狊犺犻狆，２０１１；犓犻犱狀犲狉，２０１３；

犘犪狉犺犪狀犽犪狀犵犪狊犪狀犱犚犲狀犽狅，２０１７）。第三，如果会说当地方言，会有助于

移民和当地居民之间交易的发生，通过文化认同构建的社会网络可以

帮助移民赢得潜在交易者。一方面，处在社会网络中的彼此容易对他

人的行为产生积极的预期，同时愿意为此承担风险 （犑犪犿犲狊犪狀犱

犕犪狉狋犺犪，１９９６）。另一方面，因为语言相同形成的社会网络，减少了交易

过程中的代理成本，进而降低了交易成本（犕犮犿狌犾犾犲狀犪狀犱犛犺犲狆犺犲狉犱，

２００６；犕犮犽犲犾狏犻犲，犲狋犪犾．，２０１１）。同时，潜在的移民创业者如果能从本地

居民那里获得更多的信任，就会有利于产品的销售，进而提高移民创业

者的热情和绩效（犇狌犪狉狋犲，犲狋犪犾．，２０１２；犠犪狀犵，犲狋犪犾．，２０１６）。例如，刘

凤委等（２００９）使用中国各省信任调查数据研究后发现，地区间信任程

度越低，该地区企业的签约成本就越高，且相应的销售费用支出也就越

多，从而不利于企业的产品销售。

综上所述，对于潜在的创业者来说，拥有良好的当地方言能力意味

着其在经济活动范围内能够获得身份认同上的优势，从而有利于构建

社会网络，促进其开展创业活动（符平，２００３；边燕杰、张磊，２００６；张文

宏、雷开春，２００９；雷开春，２０１１；犉犪犾犮犽，犲狋犪犾．，２０１２）。因此，本研究提

出以下假设：

假设１：拥有当地方言能力显著增加了城市移民创业的概率，同时

显著提升城市移民创业者的创业收入。

（二）语言环境的调节作用

中国的文化格局受复杂的地理环境和制度环境的影响，个体行为

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可能也有不同的表现。因此，本研究除了考察会

说本地方言对移民创业的影响之外，还关注移民流入地语言环境中语

言多样性与普通话普及程度的调节作用。

·６１２·

社会·２０１９·１



１．语言多样性的调节作用

语言多样性的调节作用体现为其不利于移民社会网络的构建。首

先，语言多样性增加了沟通成本：一方面，增加了人际沟通和理解障碍，

降低了交流沟通的效率，另一方面，增加了个体之间的隔阂，降低了沟

通的频率。随着沟通成本的增加，会降低移民创业者与本地居民构建

社会网络的概率。例如，戴亦一等（２０１６）对手工收集的２００８—２０１４年

犃股上市公司的高管出生地数据的研究发现，董事长和总经理的方言

一致性能够显著降低因沟通障碍导致的代理成本。其次，语言多样性

降低了获取信息的质量。地区语言越多样，就越不利于移民创业者与

本地居民构建稳定的社会网络，也导致创业者获取私有信息的信息含

量降低。创业者需要与外部投资者进行沟通和技术对接，但因为语言

的差异，在处理信息时，掌握技术编码过程的难度加大，使得业务对接

出现困难，导致私有信息质量下降。程博和潘飞（２０１７）基于上市公司

的实证研究显示，语言多样性显著降低了分析师盈余预测的质量。再

次，语言多样性阻碍了交易的发生。移民创业者的主要收入来自市场

交易，但语言多样性减少了个体之间交流的时间，在情感上形成深层次

的壁垒，进而降低了交易的频率。例如，奇西克和米勒（犆犺犻狊狑犻犮犽犪狀犱

犕犻犾犾犲狉，１９９３）通过工具变量的方法研究移民群体是否会说当地语言与

其收入的关系后发现，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移民对流入地语言的

掌握情况越好，就越容易与当地人建立商业关系，其收入也相应就越

高。最后，语言多样性挤占了创业努力。语言作为技能型人力资本，需

要投入时间、金钱、精力等学习而得。在到流入地生活的早期，为了更

好地融入当地，移民会花费精力学习当地语言。因此，随着语言多样性

的增加，创业者学习当地方言的困难程度增加，会相应减少分配在创业

方面的直接努力。根据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２犪：相对于语言多样性程度较高的地区，会说当地方言对语

言多样性程度较低地区居民创业的推动作用更加明显。

２．普通话普及程度的调节作用

普通话普及程度的调节作用来源于其弱化了社会网络对移民创业

的正向影响。第一，普通话普及程度降低了群体对创业资源的垄断。

弗雷斯（Ｆｒｅｓｅ，２０１５）认为，作为文化实践的一种方式，语言体现了制度

中的信息承载物与交易成本，是一种基础的社会制度。对个体来说，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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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性的平等是构建社会网络的重要保障（雷开春，２０１２）。依据“资源基

础理论”，语言差异作为一种制度距离，通过设立制度门槛使说同一语

言的个体抱团，导致创业资源在群体内部的垄断（Ｗｅｓｔ，犲狋犪犾．，２００８；

犜犻犺犪狀狔犻，犲狋犪犾．，２００５）。随着普通话的普及，逐渐消除由语言这一制度

距离带来的“乡党抱团”现象，化解同乡效应造成的资源垄断，增加群外

成员获得私有资源的概率，弱化了同乡这一社会网络对创业的促进作

用。第二，普通话普及程度降低了私有信息的质量。“资源基础理论”

认为，创业需要高密集度的信息交流，以保证创业者可以及时更新市场

信息（犅犻狉犱犪狀犱犠犲狀狀犫犲狉犵，２０１４）。随着普通话普及程度的提高，降低

了说不同语言个体之间交流的门槛，使语言的身份识别功能减弱，这无

疑增加了私有信息传递过程中的不确定性，降低了传递私有信息的质

量，稀释了信息的浓度。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２犫：相对于普通话普及程度较高的地区，会说当地方言对普

通话普及程度较低地区居民创业的推动作用更加明显。

三、研究模型与样本选择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样本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

（ＩＳＳＳ）主持调查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ＣｈｉｎａＦａｍｉｌｙＰａｎｅｌＳｔｕｄｉｅｓ，

ＣＦＰＳ）数据。该中心于２００８年和２００９年在北京、上海、广州开展测试

性初访，并从２０１０年开始正式访问。为避免因典型性城市造成的样本

选择偏误，我们选取正式访问的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１２年两年的混合截面数

据作为分析对象。对于数据的预处理，本研究首先剔除了就业与语言

关键变量“不适用”的样本；其次，删除变量中明显不符合逻辑的样本，

例如，年龄超过１００周岁或者小于０周岁的样本，家庭总资产小于０的

样本，个人总收入小于０的样本；最后，其他控制变量的缺省值采用均

值查补法补齐。对所有连续变量上下１％分位数进行了 Ｗｉｎｓｏｒｉｚｅ缩

尾处理。对于样本的选择，本研究参考孙秀林（２０１０）和孙三百（２０１６）

对城市移民的定义，选取户籍在外省市原居住地但现居住在本省市的

居民作为分析的主要样本，对应调查问卷中的“现在户口注册地是否就

是现在居住地”这一问题。鉴于户口信息只到省份一级，因此，根据这

一问题实际上把样本限定于从外省流入本省的个体。值得一提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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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样本实际上也排除了像学生、高端人才等这样的技术性移民，因为

这类移民往往具有城市集体户口。此外，为了排除移民在移入地区生

活时间较短，无法找到稳定工作而被迫创业的竞争性假设，本研究删除

了现在落户地与出生地不同的样本，因为这类样本通常具有较高的移

民频率，在移入地区生活时间较短。最终得到７２９４个有效样本。

本研究借鉴刘毓芸等（２０１５）的方法，根据《中国语言地图集》对中

国各省区市使用的方言种类进行划分，依据移民户籍注册地是否与迁

入地同属一个方言大区，把样本分为跨方言大区移民与非跨方言大区

移民。表１报告了分样本创业者占比和创业收入的分布情况。从表中

可以得到以下信息：来自不同方言区的移民，无论是创业概率还是创业

收入，都比来自同一方言区的移民要低。描述性统计的结果初步说明

来自同一方言大区的移民在流入地更容易获得认同，也更容易创业成功。

表１：创业决策与创业收入分布（均值）

分组
创业决策

同方言区 不同方言区

创业收入（元）

同方言区 不同方言区

２０１０ ０．１３４ ０．１２５ １４２５９ １０３６９

２０１２ ０．１６８ ０．１５９ １９２３４ １５４５６

２０１０牔２０１２ ０．１５６ ０．１５１ １５６７３ １３７９６

（二）模型设定

参考斯蒂芬和帕塞科（犛狋犲狆犺犪狀犪狀犱犘犪狋犺犪犽，２０１６）、帕汉康斯和瑞

克（犘犪狉犺犪狀犽犪狀犵犪狊犪狀犱犚犲狀犽狅，２０１７）的研究，本研究设定如下基准计量

模型：

犘狉（犲狀狋犲狉狆狉犻狊犲犻狋 ＝１）＝犌（α＋β犱犻犪犾犲犮狋犻狋＋δ犡犻狋＋θ＋ε狋＋τ） （１）

犘狉（犲狀狋犲狉狆狉犻狊犲犻狋 ＝１）＝犌（α＋β犱犻犪犾犲犮狋犻狋＋γ犲狀狏犻狉犻＋ψ犱犻犪犾犲犮狋犻狋犲狀狏犻狉犻

　　　　　　　　　＋δ犡犻狋＋θ＋ε狋＋τ） （２）

其中，犲狀狋犲狉狆狉犻狊犲犻狋代表“移民创业”虚拟变量。犱犻犪犾犲犮狋犻狋表示是否会说

当地方言，即表示“方言能力”的虚拟变量，如果移民会说当地方言则赋

值为１，反之为０。交互项犱犻犪犾犲犮狋犻狋犲狀狏犻狉犻 用来检验区域内语言环境

的调节作用。犡犻狋为一系列文献中常见的控制变量，θ表示区县层面的

虚拟变量，ε狋 表示年份虚拟变量。同时，为考察方言能力与移民创业

收入的关系，本研究设定以下模型：

犻狀犮狅犿犲犻狋 ＝α＋β犱犻犪犾犲犮狋犻狋＋δ犡犻狋＋θ＋ε狋＋τ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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犻狀犮狅犿犲犻狋 ＝α＋β犱犻犪犾犲犮狋犻狋＋γ犲狀狏犻狉犻＋ψ犱犻犪犾犲犮狋犻狋犲狀狏犻狉犻

　　　　 ＋δ犡犻狋＋θ＋ε狋＋τ （４）

其中，犻狀犮狅犿犲犻狋表示个体的创业收入，其他变量含义不变。若假设１成

立，则预期犱犻犪犾犲犮狋犻狋的系数β显著为正，表明方言能力对于个体创业决

策有正向促进作用；若假设２犪和假设２犫成立，预期交互项犱犻犪犾犲犮狋犻狋

犲狀狏犻狉犻 的系数ψ显著为负，说明语言环境有负向调节的作用。

（三）变量设定

１．因变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有两个，一个是反映个体创业决策的虚拟变量。

犆犉犘犛中询问了被访者“现在工作的类型”，依据回答选项，把个体工作

分为“自己经营”“开办私营企业”“在单位工作”“务农”四种，本研究将

创业样本限定为选择自己经营和开办私营企业的个体。值得一提的

是，犆犉犘犛数据库排除了非正规部门的创业。按照犆犉犘犛对自己经营和

开办私企的定义，前者是指有营业执照和固定经营场所的商业活动，后

者是指成立企业的商业活动。另一个是反映个体创业收入的变量，本

研究使用调查期内创业者全年收入的对数来代替。相似的问题曾被用

于已有的创业文献，相对于创业决策指标而言，创业收入指标反映了企

业真实的运营情况，有利于排除偶然性因素导致的短期投机性创业行为。

２．自变量

本研究的核心自变量为“个体方言能力”（犱犻犪犾犲犮狋）。犆犉犘犛２０１０与

犆犉犘犛２０１２的问卷都对被访者的语言使用情况进行了调查，本研究根

据问卷中“在日常生活中是否主要讲本地方言”这一问题来界定个体是

否拥有当地方言能力，如果回答“是”，则认为个体会说当地方言，并赋

值为１，反之则为０。采用这一变量较为有效地克服了个体因为创业需

要，刻意在工作中学习使用当地方言的反向因果关系问题。

３．调节变量

本研究的调节变量是语言多样性与普通话普及程度。本文采用公

式（５）计算地区语言多样性。地区语言越具有多样性，个体与其他人之

间的认同期望就越低，也就越不利于个体开展创业活动。采用省级数

据的原因是：一方面，出于对被访者隐私的保护，犆犉犘犛数据仅公布被

访者在省级层面的地域信息；另一方面，即使是同省份不同城市的迁

徙，对移民来说也有可能因为具有“地缘优势”而获得优于跨省移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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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资源。例如，省内迁徙的移民更加熟悉当地文化和社会环境，可能

天生就拥有当地的社会网络，所以无法判断该社会网络究竟是因何建立。

犱犻犪犱犻狊犻＝１－∑
犖

犼＝１
犛２犼，犻 （５）

其中，犛犼，犻为省份犻使用语言犼的人口比重，犖 为语言个数，犱犻犪犱犻狊犻∈

（０，１）数值越大，表示该省份语言越多样。

普通话普及程度指标狆狌狋狅狀犵由两部分组成：个体的普通话水平

和区域内的普通话普及率。个体的普通话水平数据来自犆犉犘犛２０１０和

犆犉犘犛２０１２的调查问卷，问卷根据被访者的普通话水平打分，分数越

高，代表被访者普通话水平越高；区域内的普通话普及率数据来自

２０１０年国家语委重点项目“普通话普及情况调查”。狆狌狋狅狀犵变量是个

体的普通话水平经过个体所在省份普通话普及率加权平均而得，由于

本文仅掌握河北、江苏和广西三省区的普通话使用情况数据，因此，该

三省区就采用各自的普通话普及率作为加权指数，其他省区市统一采

用这三个省区普通话普及率的算术平均作为加权指数。

４．控制变量

为增加模型的解释力，参考现有文献（吴晓瑜等，２０１４；犛狋犲狆犺犪狀

犪狀犱犘犪狋犺犪犽，２０１６；犘犪狉犺犪狀犽犪狀犵犪狊犪狀犱犚犲狀犽狅，２０１７），本研究引入以下控

制变量：

性别　一般认为，相对于男性而言，女性多为风险厌恶型的群体。

由于创业是风险较高的经济活动，因此，预期女性比男性的创业概

率低。

年龄以及年龄的二次方　年龄越大，个体积累的创业经验和技能

越多，就越利于创业。随着年龄的增大，创业的机会成本增高，反而不

利于个体进行创业。预期年龄对创业的影响是倒“犝”型的。

民族　人口占绝大多数的汉族移民较容易融入当地生活。预期汉

族创业的概率更高。

兄弟／姐妹人数　中国是关系型社会，移民可以通过亲属介绍在当

地找到固定工资的工作。预期该变量与创业负相关。

教育水平　教育水平越高，个体越容易获得高薪稳定的工作，创业

的机会成本就越高，也就越不利于个体创业。

健康水平　创业活动需要个体投入较多的精力。预期健康与创业

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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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状况　已婚人士可能拥有更多的家庭资本，因此更有利于创业。

户口状况　具有农业户口的移民更容易受到劳动市场歧视，会被

迫从事生存型创业活动。这一变量同时也反映了移民所面对的正式制

度约束（陈钊等，２０１４）。

政治面貌　因政府政策限制，党员创业的可能性较低。

语言的沟通能力　为了刻画语言文化特性的身份认同作用，本研

究引入“语言沟通能力”这一变量用以控制语言的沟通作用。预期沟通

能力越好，越有利于创业。

此外，本研究还控制了家庭维度的家庭金融资产的对数与省级平

均房价收入比。家庭资产越高，个体的风险承受能力越高，创业的可能

性也越高，创业收入越好。当房价比较高时，房产可以为潜在创业者提

供抵押担保。预期房价收入比越高，越有利于创业。

从表２可以看出，创业决策的标准差是均值的２．３５３倍，这表明移

民之间的创业决策存在较大差异。样本中移民创业者所占比重为１５．

３％，对比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犆犌犛犛）的数据后发现，该数值略低于

犆犌犛犛平均２０％左右的创业率，这可能是因为本研究使用的中国家庭

追踪调查数据中的“自己经营与私营企业”是指有生产经营许可的企业

和个体户，并不包括非正规创业，而中国综合社会调查中把小摊贩与临

时工等同样视为创业。创业收入（取对数）的均值为６．３５，标准差为

４．７１，表明移民创业者之间的创业收入同样存在显著差异。核心自变

量会说当地方言的均值为０．４０７，表明样本中有４０．７％的移民在日常

生活中使用本地方言交流。其他５９．３％的移民中有３４．２％的个体在

日常家庭生活中使用非本地方言交流，２５．１％的个体使用普通话交流。

语言多样化均值为０．２２１，这一结果说明省级层面语言种类较为繁多。

普通话普及程度均值为４．１８６，标准差为２．３１４，表明普通话的使用较

为普及，普通话能力在移民个体之间却有差异。除此之外，创业样本中

男性略低于女性。这主要是因为女性更容易受到劳动市场歧视；受访

者平均年龄为４０岁，积累了一定的社会经验与工作技能，是研究创业

较为合理的样本；被调查样本大部分已婚，并且是农业户口，这说明农

民工在城市移民中占有较大比例，但绝大多数并不是党员（党员比例为

１０．９％）；移民的教育水平均值为８．７２９，标准差为４．７９０，说明移民的

教育水平较低，普遍为初中刚毕业，并且个体的教育水平差异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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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主要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犖＝７２９４）

变量名 变量定义 均值 标准差

因变量

创业决策 如果是个体经营或私营企业则赋值为１，否则
为０

０．１５３ ０．３６０

创业收入 创业者全年总收入取对数 ６．３３５ ４．７１３

自变量

拥有当地方言能力 日常与家人交流主要讲本地方言则赋值为１，
否则为０

０．４０７ ０．４９１

控制变量

性别 男性赋值为１，女性为０ ０．４６１ ０．４９８

年龄 调查年与出生年之差 ４０ １６

年龄平方 年龄的平方项 １９０３ １５０４

民族 汉族赋值为１，否则为０ ０．８２１ ０．３８４

兄弟／姐妹人数 兄弟／姐妹人数（包括已经去世的） ０．７７８ １．５４３

教育水平 小学为６年，初中为９年，高中为１２年，中专或
技校为１３年，大学专科为１５年，大学本科为

１６年，研究生及以上为１９年

８．７２９ ４．７９０

健康水平 如果健康状况为非常健康、很健康或比较健康，
该变量为１，否则为０

０．２４５ ０．４３０

婚姻状况 已婚则赋值为１，未婚赋值为０ ０．７９１ ０．４０６

农业户口 农业户口赋值为１，城市户口为０ ０．５０７ ０．４９９

政治面貌 党员赋值为１，反之赋值为０ ０．１０９ ０．３１１

语言沟通能力 被访者在访问时的语言表达能力，最好＝７，最
不好＝０

５．１０６ １．５９７

家庭金融资产 （家庭债券价值＋１）取对数 １．０６１ ２．６６８

房价收入比 各省份平均房价／各省人均收入 ７．８４１ ２．５３９

调节变量

语言多样化 依据公式犱犻犪犱犻狊犻＝１－∑犖犼＝１犛
２
犼，犻计算

０．２２１ ０．１８５

普通话普及程度 经过省级普通话普及率加权平均的普通话水平

（非常熟练＝７，非常不熟练＝１）

４．１８６ ２．３１４

四、方言能力对城市移民创业的影响

（一）基准模型

表３报告了全样本以及分年份样本的估计结果。由于犘狉狅犫犻狋模型

的非线性特征，表３汇报的是创业决策模型的平均边际效应而不是回

归系数。从前两列可以看出，在控制其他变量后，犚２ 接近０．１５，并在

０．０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对截面数据而言，模型总体拟合效果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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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当地方言能力的回归系数在０．０１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会说

当地方言对移民创业决策和创业收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具体来

说，会说当地方言使移民创业的概率增加约１．８％，这一数值相对于样

本中１５．３％的创业者而言，也具有显著的经济意义。这一结果与斯蒂

芬 和 帕 塞 科 （犛狋犲狆犺犪狀 犪狀犱 犘犪狋犺犪犽，２０１６）、帕 汉 康 斯 和 瑞 克

（犘犪狉犺犪狀犽犪狀犵犪狊犪狀犱犚犲狀犽狅，２０１７）的研究结论相一致，同时验证了本研

究的假设１。对该结果可能的解释为，拥有当地方言能力有助于移民

通过身份认同机制建立社会网络，从而帮助其获得创业融资与创业资

源，促进交易的发生。同时，拥有当地方言能力可以使移民获取当地居

民的信任，提高交易频率，拓宽经营渠道，从而增加其收入。对于其他

控制变量，回归结果与预期较为一致：男性、已婚人士、具有农业户口的

人与非党员移民具有更高的创业意愿与创业收入。年龄对创业的影响

呈显著的倒“犝”型。我们计算了年龄的拐点，发现移民在３０岁之前有

较高的创业意愿，在３０岁之后，其创业意愿开始下降。兄弟姐妹越多，

移民在流入地得到固定工作的概率越高，反而不愿意创业，这可能是因

为，在中国，移民创业的动机主要是出于融入流入地劳动市场的生存型

动机。健康水平对移民创业并无显著影响，可能是因为该变量所代表

的人力资本水平被语言沟通能力与教育水平所吸收。

表１的描述性统计中创业决策与创业收入两个变量在两轮调查中

差异较大，这意味着两轮调查中样本的空间分布有较大差异，为避免研

究结论是由某一轮调查的样本所主导而非普遍结论，本文对两轮调查

样本分别进行回归检验。结果如表３第３—６列所示，拥有当地方言能

力的回归系数依旧在０．０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结果稳健。

（二）子样本分析

人力资本对移民创业具有重要作用（犅犻狉犱犪狀犱犠犲狀狀犫犲狉犵，２０１６）。

相对于教育水平较高的移民，教育水平较低的移民具有更高的创业意

愿（犕狅狊犫犪犺，２０１７）。因此，本文将全样本分成受教育年限大于１３年

（专科以上）与小于等于１３年（中专及以下）的两组移民样本，分别进行

回归分析。表４报告了不同受教育年限的子样本中，拥有当地方言能

力对创业决策和创业收入的影响。表４的前两列是受教育年限大于

１３年的样本结果，后两列是小于等于１３年的样本结果。结果显示，拥

有当地方言能力只对受教育年限小于等于１３年的移民的创业活动有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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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是否会说本地方言与城市移民创业

创业决策 创业收入

全样本 全样本

创业决策 创业收入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０

创业决策 创业收入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２

当地方言能力 ０．０１８ ０．５０４ ０．０１７ ０．２５１ ０．０１５ ０．４６０

（０．００５） （０．１３３） （０．００５） （０．０８６） （０．００４） （０．１６４）

性别 ０．０９３ １．９４２ ０．１０２ ２．１８２ ０．０９０ １．７１３

（０．００８） （０．１０６） （０．０１２） （０．１６１） （０．０１０） （０．１３４）

年龄 ０．０２７ ０．１４３ ０．０３２ ０．１２９ ０．０２６ ０．１３４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９） （０．００３） （０．０３０） （０．００２） （０．０２４）

年龄平方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民族 ０．０２０ ０．１７９ ０．０１８ ０．１９９ ０．０２５ ０．２４４

（０．０１２） （０．１５１） （０．０２８） （０．３５０） （０．０１４） （０．１８０）

兄弟／姐妹人数－０．０３０ －０．０２７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８ －０．０５７ －０．０８８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８） （０．０２６） （０．０３９）

教育水平 －０．００１ －０．１７１ －０．００２ －０．１１２ －０．００３ －０．１９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１） （０．０２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１７）

健康水平 ０．００２ ０．２５１ ０．００５ ０．２２６ ０．０１６ ０．２５７

（０．０１０） （０．１３１） （０．０１２） （０．１６１） （０．０１７） （０．２２４）

婚姻状况 ０．０４１ ０．０１０ ０．０３８ ０．１７９ ０．０６５ ０．０５４

（０．０１２） （０．１４８） （０．０１８） （０．２２５） （０．０１６） （０．１８９）

农业户口 ０．０９２ ０．７００ ０．０７２ ０．１３３ ０．０９２ １．０８２

（０．００９） （０．１２３）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２） （０．１５７）

政治面貌 －０．０９９ －０．１１３ －０．０５２ －０．４３３ －０．１３１ －０．１７９

（０．０１７） （０．１９０） （０．０２０） （０．３１１） （０．０２１） （０．２４４）

语言沟通能力 ０．０１６ ０．２４７ ０．０１１ ０．３１３ ０．０２３ ０．２３４

（０．００２） （０．０３４） （０．００５） （０．０７２） （０．００３） （０．０４１）

家庭金融资产 ０．００４ ０．１１９ ０．０１５ ０．３６８ ０．００１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１） （０．０１９） （０．００２） （０．０３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４）

房价收入比 ０．００９ ０．１０３ ０．０１３ ０．１０３ ０．００８ ０．１３２

（０．００３） （０．０５２） （０．００６） （０．０７１） （０．００３） （０．０７６）

区县虚拟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虚拟变量 　是 　是 　否 　否 　否 　否

犘狊犲狌犱狅／犪犱犼犚２ ０．１４６　 ０．１４３　 ０．２０２　 ０．２４９　 ０．１３９　 ０．１３５　

样本数 ７２９４　 ７２９４　 ２３６４　 ２３６４　 ４９３０　 ４９３０　

　注：１．狆＜０．１０，狆＜０．０５，狆＜０．０１。

２．括号内报告的是在个体层面进行了聚类调整后的标准误。

３．常数项并无实际经济含义，故不报告。

４．犘狉狅犫犻狋模型报告的是边际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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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方言与城市移民创业：教育子样本

创业决策 创业收入

受教育年限＞１３年

创业决策 创业收入

受教育年限≤１３年

当地方言能力 ０．０２６ ０．１１６ ０．０７１ ０．５５２

（０．１１９） （０．２７７） （０．０１４） （０．１０１）

性别 ０．０９６ ０．５９０ ０．４４４ ２．２４５

（０．０１８） （０．２２９） （０．０４３） （０．１１８）

年龄 ０．０１８ ０．３０７ ０．１４３ ０．１２８

（０．００６） （０．０５５） （０．０１０） （０．０２１）

年龄平方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民族 ０．０４６ ０．００４ ０．０７１ ０．１９８

（０．０２７） （０．３１５） （０．０６４） （０．１７１）

兄弟／姐妹人数 －０．００６ －０．０５２ －０．１６５ －０．０２３

（０．００２） （０．０２１） （０．０１９） （０．００２）

教育水平 －０．０１６ －０．２０８ －０．００８ －０．１３２

（０．００９） （０．０３７）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６）

健康水平 ０．０１３ ０．０６７ ０．０２９ ０．３３９

（０．０２１） （０．２８１） （０．０５４） （０．１４７）

婚姻状况 ０．０４７ ０．０８７ ０．１４８ ０．０４８

（０．０２３） （０．３０１） （０．０６８） （０．１７１）

农业户口 ０．０９５ ０．７０１ ０．４０４ ０．６０６

（０．０２０） （０．３２５） （０．０５０） （０．１３５）

政治面貌 －０．０４８ －０．１３１ －０．４９８ －０．２００

（０．０２５） （０．３０１） （０．１０２） （０．２３７）

语言能力 ０．０６３ ０．２０７ ０．０８６ ０．１７９

（０．０３５） （０．０６７） （０．０１３） （０．０３８）

家庭金融资产 ０．００３ ０．１１６ ０．０２３ ０．１１８

（０．００１） （０．０２５） （０．００８） （０．０２２）

房价收入比 ０．０１２ ０．１００ ０．０４３ ０．１０２

（０．００６） （０．０５８） （０．０２２） （０．０６３）

区县虚拟变量 是 是 是 是

年份虚拟变量 是 是 是 是

犘狊犲狌犱狅／犪犱犼犚２ ０．１８４ ０．０６３ ０．１４７ ０．１２５

样本数 １１２７ １１２７ ６１６７ ６１６７

　注：１．狆＜０．１０，狆＜０．０５，狆＜０．０１。

２．括号内报告的是在个体层面进行了聚类调整后的标准误。

３．常数项并无实际经济含义，故不报告。

４．犘狉狅犫犻狋模型报告的是边际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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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的正向影响，而对受教育年限大于１３年的没有显著影响。这说明，

拥有当地方言能力只对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的移民的创业行为才有正向

促进作用，由“方言认同”构建的社会网络在一定程度上补偿了移民较

低人力资本的劣势。具体来说，会说当地方言使得受教育年限小于等

于１３年样本的创业意愿增加７．１％，这远远高于１．８％的平均水平。

同时，会说当地方言也显著提高了其创业收入。

物质 资 本 同 样 也 是 影 响 移 民 创 业 的 重 要 因 素 （犅犻狉犱犪狀犱

犠犲狀狀犫犲狉犵，２０１６）。周广肃和李力行（２０１６）的研究表明，养老保险对高

收入组的个体创业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低收入组却不成立。为了考

察拥有当地方言能力对移民创业的影响是否在不同物质资本之间存在

差异，本研究按照家庭金融资产是否大于均值将数据分为两个子样本，

分别进行回归分析。表５报告了家庭金融资产子样本的回归结果。其

中，前两列报告了家庭金融资产大于均值的实证结果，后两列报告了家

庭金融资产小于等于均值的实证结果。可以看出，拥有当地方言能力

对创业的影响在不同家庭物质资本样本中普遍存在，但拥有当地方言

能力对拥有较高家庭物质资本的移民影响效果更大。具体来说，会说

当地方言使得家庭金融资产大于均值样本的创业意愿增加２．２％，使

家庭金融资产小于等于均值样本的创业意愿增加１．２％。同时，会说

当地方言的能力显著提高两者的创业收入。

（三）内生性检验

基准模型可能面临潜在的内生性问题。一方面，在流入地是否有

亲属，父母是否创业，以及个体的生活环境和风险偏好等都会对移民创

业决策产生影响；另一方面，个人能力较强的移民可能会在短时间内学

会当地语言，并更加倾向于从事风险较大的创业用以开拓自己的事业。

因为存在上述干扰，我们观察到的拥有当地方言能力对创业的促进作

用可能仅仅是因为这部分移民的个人能力突出所致。一般来说，工具

变量是缓解内生性问题较为常用的方法，但在现实中，工具变量与误差

项是否相关并不可检验。基于此，本研究采用类似“双胞胎样本”的准

实验方法，保证除主要自变量之外，其他因素对移民创业活动具有相同

的影响，进而把拥有当地方言能力的纯效应分离出来。为准确识别这

一纯效应，本研究首先剔除“日常与家人交谈中说普通话”的样本，因为

这部分移民往往是从小生活在城市，具有一定社会资源、家庭资本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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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方言与城市移民创业：家庭金融资产子样本

创业决策 创业收入

家庭金融资产＞均值

创业决策 创业收入

家庭金融资产≤均值

当地方言能力 ０．０２２ ０．１９５ ０．０１２ ０．１５２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７）

性别 ０．０８５ １．３２４ ０．０９８ ２．００７

（０．０２０） （０．２４５） （０．００８） （０．１１６）

年龄 ０．０１７ ０．１５２ ０．０２９ ０．１４５

（０．００５） （０．０４８） （０．００２） （０．０２１）

年龄平方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民族 ０．００６ ０．０６５ ０．０２３ ０．１５５

（０．０３２） （０．３８１） （０．０１３） （０．１６３）

兄弟／姐妹人数 －０．０４４ ０．４５６ －０．０２８ ０．１３２

（０．０１３） （０．１１１） （０．００３） （０．０３９）

教育水平 －０．００５ －０．１７１ －０．０００ －０．１６４

（０．００５） （０．０３４） （０．００１） （０．０１５）

健康水平 －０．００３ ０．４４９ －０．００２ ０．２７８

（０．０２８） （０．３１８） （０．０１１） （０．１４０）

婚姻状况 ０．０３２ ０．０６３ ０．０４４ －０．０４３

（０．０３２） （０．３５６） （０．０１４） （０．１６２）

农业户口 ０．０４０ －１．０９９ ０．１００ －０．６０４

（０．０２４） （０．２９３） （０．０１０） （０．１３４）

政治面貌 －０．１１８ －０．７４０ －０．１００ ０．１９４

（０．０４３） （０．４２３） （０．０１９） （０．２０４）

语言能力 ０．０６０ ０．４５２ ０．０７２ ０．２０１

（０．０３６） （０．０８５） （０．０１３） （０．０３７）

家庭金融资产 ０．００７ ０．１１２ ０．８５２ －０．６５７

（０．００３） （０．０６２） （１．０７３） （３．６９２）

房价收入比 ０．００２ ０．３３４ ０．００９ ０．１９５

（０．００１） （０．１２６） （０．００４） （０．０５８）

区县虚拟变量 是　　 是　　 是　　 是　　

年份虚拟变量 是　　 是　　 是　　 是　　

犘狊犲狌犱狅／犪犱犼犚２ ０．１６２ ０．２６４ ０．１５１ ０．１２５

样本数 １０１８　　 １１２７　　 ６２７６　　 ６２７６　　

　注：１．狆＜０．１０，狆＜０．０５，狆＜０．０１。

２．括号内报告的是在个体层面进行了聚类调整后的标准误。

３．常数项并无实际经济含义，故不报告。

４．犘狉狅犫犻狋模型报告的是边际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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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资本的个体，可能与讲方言的移民有系统上的差异。其次，把样本分

为同方言区移民和跨方言区移民。因为讲方言的同方言区移民天然具

有会说本地方言的能力，而讲方言的跨方言区移民自身不具有会说本

地方言的能力，这样做可以排除因个人能力突出导致的样本选择偏误。

最后，为保证最大限度的匹配，协变量为可能影响移民创业活动的所有

控制变量，包括年龄、性别、教育水平、婚姻状况、户口、政治面貌等。匹

配的处理变量是“移民是否是同方言区流动”这个二分虚拟变量，如果

是同方言区流动，则赋值为１，反之为０。结果变量为创业决策变量和

创业收入变量。以上三步使得两组样本之间的差异可以近似地看做由

移民是否会说当地方言所致，使得识别样本更加干净。通过倾向分值

匹配，可以对控制组进行更准确的选择，即在构造控制组时只选择落在

共同支持区间的控制组。匹配前后的变量平衡情况如表６所示。可以

看出，与匹配之前相比，匹配后的变量偏度明显下降，处理组均值更加

接近，处理组与控制组的匹配协变量不存在显著差异，这说明匹配质量

总体来说较好，倾向得分估计函数设定较为合理。也就是说，匹配后使

得处理组与控制组除了核心自变量之外，其他可能影响移民创业的因

素具有相似性，即构成了“双胞胎样本”。共同支持检验发现，同方言区

流动的样本倾向分大都落在［０．８９，１．１３］区间，换句话说，共有２２２４

个样本获得了共同支持，其中处理组样本１１０７个，控制组样本１１１７

个，匹配样本达到平衡，结果的可信度较高。

表７报告了倾向得分匹配的结果，其中匹配采用的是卡尺内近

邻无放回匹配，卡尺为０．０１，匹配个数为１。犘犛犕犇犐犇模型是把

２０１２年看做实验期。结果显示，无论采用何种匹配方式，在创业决

策模型中拥有当地方言能力的平均处理效应都在０．０１的统计水平

上显著为正，这说明方言能力显著提高了移民创业意愿；在创业收入

模型中，方言能力的平均处理效应也都显著为正，说明方言能力显著

提高了移民创业者的收入。可以看出，经过倾向值匹配后的平均处

理效应要高于基准回归的结果，可能与在基准回归中没有很好的平

衡未被观测到的，对移民创业具有负向影响的遗漏变量有关，造成结

果被低估了。同时，也有可能是因为没有剔除说普通话的个体，造成

向下的样本选择偏误所致。

·９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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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匹配前后变量平衡表

协变量
匹配

状况

均值

处理组 控制组
偏度（％）

犜检验

犜值 犘值

性别 匹配前 ０．４６６ ０．４７７ －２．１ －２．０８ ０．０３８

匹配后 ０．４７８ ０．４６３ ３．１ －０．８４ ０．４００

年龄 匹配前 ４２．３２７ ３７．１４２ ３２．３ １１．５１ ０．０００

匹配后 ３９．８２７ ３９．８８２ －０．３ －０．０９ ０．９２５

年龄平方 匹配前 ２０７３．９ １６１２．７ ３１．２ １１．１０ ０．０００

匹配后 １８４１．６ １８４９．４ －０．５ －０．１５ ０．８８２

民族 匹配前 ０．８４９ ０．６８７ ３９．０ １４．２３ ０．０００

匹配后 ０．７９４ ０．８４２ －１１．４ －０．１５ ０．８８２

兄弟／姐妹人数 匹配前 ０．７７６ ０．７７４ ２７．３ １９．４２０ ０．０００

匹配后 ０．７７６ ０．７７３ ０．９ １．１２０ ０．２６１

教育水平 匹配前 ８．９３０ ９．２３２ －６．４ －２．２８ ０．０２３

匹配后 ８．９６８ ８．８３３ ２．８ ０．７８ ０．４３６

健康水平 匹配前 ０．０８２ ０．２１０ －３６．７ －１３．５２ ０．０００

匹配后 ０．１４２ ０．１２８ ４．０ １．１３ ０．２６０

婚姻状况 匹配前 ０．８１８ ０．７２４ ２２．５ ８．１６ ０．０００

匹配后 ０．７７１ ０．７７９ －１．７ －０．４８ ０．６３３

户口 匹配前 ０．４３６ ０．５０５ －１３．８ －４．９７ ０．０００

匹配后 ０．４７３ ０．５０３ －６．１ －１．６７ ０．０９４

政治面貌 匹配前 ０．０４１ ０．２２３ －３０．５ －２０．９１ ０．０００

匹配后 ０．０７４ ０．０２４ １．４ ２．０４０ ０．０４１

语言能力 匹配前 ５．３７５ ４．７８７ ２５．２ ９．３８ ０．０００

匹配后 ５．３９５ ５．４３９ －１１．２ －４．４３ ０．０００

家庭金融资产 匹配前 ０．９５９ １．２４４ －１０．５ －３．７９ ０．０００

匹配后 １．１４１ １．２１９ －２．９ －０．７７ ０．４３９

房价收入比 匹配前 ７．５０６ ８．０１７ －２０．６ －７．４６ ０．０００

匹配后 ７．７１５ ７．６９３ ０．９ ０．２５ ０．８０１

表７：倾向得分匹配结果

创业决策 创业收入

犓邻近匹配

平均处　　０．０６７　　　　　０．６２８

创业决策 创业收入

半径匹配

０．０６６ ０．３３３

创业决策 创业收入

核匹配

０．０６４ ０．３３３

理效应 （０．０１２）　 （０．１６７）　 （０．０１４）　 （０．１５３）　 （０．０１４）　 （０．１９７）

局部线性回归匹配 马氏匹配 犘犛犕犇犐犇

平均处 ０．０６３ ０．３０３ ０．０８０ ０．６４５ ０．０９７ ２．９９６

理效应 （０．０１８） （０．２４０） （０．０１５） （０．２２８） （０．０３４） （０．４２２）

　注：１．狆＜０．１０，狆＜０．０５，狆＜０．０１。

２．卡尺为０．０１，匹配个数为１，犘犛犕犇犐犇把２０１２年看作实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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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进一步分析：语言环境的调节作用

在使用得分倾向匹配方法缓解内生性问题后，笔者依然发现拥有

当地方言能力对移民创业的促进作用，假设１得到验证，本部分将检验

假设２犪和假设２犫。为避免多重共线性对结果的干扰，本文对交互项

进行去中心化处理。

表８报告了对语言多样性和普通话普及程度两种语言环境调节作

用的检验结果。第１大列报告了语言环境对创业决策调节作用的检验

结果，第２大列报告了语言环境对创业收入调节作用的检验结果。表８

的第１列结果显示，拥有当地方言能力与移民创业决策有显著的正相关

关系这一结果并未发生改变，语言多样性和拥有当地方言能力的交互项

与创业决策是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为了形象地说明语言多样性的调节

作用，绘制了语言多样性的调节效应图（图１左）。在图１的左图中，横轴

从左至右说明，相比于不会说当地方言的移民，会说当地方言移民的创

业意愿有增加；与流入地语言多样化程度高的地区相比，流入地语言多

样化程度低的地区，会说当地方言对移民创业决策的影响幅度有增强。表

８的第２列结果显示，拥有当地方言能力与移民创业决策有显著的正相关

关系这一结论依旧没有发生改变，并且普通话普及程度和拥有当地方言能

力的交互项与移民创业决策是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为了形象地说明普通

话普及程度的调节作用，笔者绘制了普通话普及程度的调节效应图（图１

右）。在图１右图中，横轴从左至右说明，相比于不会说当地方言的移民，

会说当地方言的移民创业意愿逐步增强；与流入地普通话普及程度较高的

地区相比，在流入地普通话普及程度低的地区，会说当地方言对移民创业

决策的影响幅度增强。对移民创业收入却没有上述影响，可能是因为在控

制个体层面的人力资本，物质资本与沟通能力变量后，移民之间收入的差

异主要来源于宏观的生活环境。因此，本文的假设２犪和假设２犫得到部分

验证。本研究补充验证了语言环境对移民创业决策调节效应的分年份检

验，结果依然显著存在，因篇幅所限，在此不再赘述。

六、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考察了当地方言能力对移民创业决策和创业收入的影响，以

及这种影响在不同教育水平和不同家庭金融资产移民中的异质性，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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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语言环境的调节作用

创业决策 创业收入

方言能力 ０．０５７ ０．０７４ ０．０２４ ０．１３４ ０．４８１ ０．２４５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９） （０．００８） （０．１９９） （０．２３９） （０．２８０）

语言多样性 －０．５０８ －０．３５２ ９．４５４ ６．８７７

（０．１８９） （０．１７０） （２．５４６） （２．５６２）

普通话普及程度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７ ０．１９７ ０．２００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３６） （０．０３７）

方言能力语言 －０．２４５ －０．２３５ －０．９７８ －０．９７４

多样性 （０．０４８） （０．０４８） （０．６３６） （０．６３４）

方言能力普通话 －０．０１９－０．０１９ －０．０７８ －０．０７３

普及程度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４） （０．０５０） （０．０５０）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区县虚拟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虚拟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犘狊犲狌犱狅／犪犱犼犚２ ０．１４８ ０．１４６ ０．１４８ ０．１４４ ０．１４６ ０．１４６

样本数 ７２９４ ７２９４ ７２９４ ７２９４ ７２９４ ７２９４

　注：１．狆＜０．１０，狆＜０．０５，狆＜０．０１。

２．括号内报告的是在个体层面进行了聚类调整后的标准误。

３．常数项并无实际经济含义，故不报告．。

４．犘狉狅犫犻狋模型报告的是边际效应。

图１：语言环境的调节效应图

在此基础上探究了语言环境的调节机制。

首先，当地方言能力与移民创业决策和创业收入呈正相关关系，即

相对于不会说当地方言的移民，会说当地方言推动了移民的创业活动。

倾向得分匹配的结果表明，相对于跨方言区流动的移民，同方言区流动

的移民更容易开展创业活动。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是，乡音产生的身

份认同有助于会说当地方言的移民与当地居民构建社会网络和获得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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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居民的信任，进而帮助移民创业者获得外部融资与创业资源，同时促

进交易的发生。

其次，当地方言能力对人力资本具有敏感性，表现为当地方言能力

对只有中专及以下学历的移民创业才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大专及

以上的移民创业没有显著的影响；当地方言能力对家庭金融资产并没

有敏感性，表现为对家庭金融资产均值以上和均值以下的移民创业都

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说明，当地方言能力所构建的社会网络效应

在一定程度上补偿了移民人力资本的缺失，同时也强化了物质资本对

移民创业的作用。

最后，语言环境负向调节当地方言能力与移民创业活动之间的正

相关关系，即相对于语言多样性程度较高的地区，当地方言能力对语言

多样性程度较低地区移民创业活动的推动作用更加明显；相对于普通

话普及程度较高的地区，当地方言能力对普通话普及程度较低地区移

民创业活动的推动作用更加明显。这可能是因为，语言多样化程度高

的地区，增加了移民与当地居民的沟通成本，降低了获取信息的质量与

数量；普通话普及程度较高的地区，降低了群体对创业资源的垄断程

度，稀释了私有信息的“浓度”。

基于实证结论的政策启示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完善融资

渠道，提高信息质量。当地方言能力通过身份认同构建社会网络之所以

在创业活动中较为重要，实际上是因为个体在创业时往往面临融资约束

与信息不对称的困境，这也是同乡关系在社会交易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主

要原因之一。这说明，中国对创业者的支持还存在较大潜力。一方面，

市场需要发挥第三方融资的力量，降低融资成本，规范融资行为，降低融

资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道德风险；另一方面，也需要搭建信息共享平台，促

进私有信息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流动性与共享性。政府除了提供融资

激励之外，还需要建立投融资熔断机制，对没有潜力的创业企业，需要及

时止损，以发挥融资资源合理配置的积极作用。第二，在文化多样性与

文化融合中寻找平衡点。文化深刻地影响了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国的

“同乡文化”和“关系”决定了文化认同对于降低不确定性有着重要的意

义，并在个体行为实践中产生积极影响。文化融合使得个体之间在文化

背景与思维观念上逐步契合，有利于降低沟通成本，增加谈判效率，扩大

创业资源的广度。但文化融合无法在短时间内完成，也无法达到完全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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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且保持文化的多样性是以旅游、文化输出为主的城市，其发展经济

的重要动力在城市转型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因此，要重新激活经济高

速增长的活力，就需要正视文化传统对经济的双重作用，在文化融合与

文化多样性中找到平衡点。第三，加强人力资本投入，提高人力资本积

累。需要看到的是，当地方言能力对低人力资本的移民才有显著的促进

作用，说明由身份认同构建的社会网络是为了补偿人力资本的缺失。换

句话说，移民寻求社会资源的帮助是在其受到劳动市场中的低人力资本

歧视后的无奈之举。鉴于中国特殊的文化传统与中国大众创业的发展

战略，对创业者自身能力的培养就显得尤为重要。一方面，移民只有积

极提高自身的人力资本积累，才能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政府

需要加大对移民教育的投入，重点关注移民教育的质量。

受限于研究主题和数据的可得性，本文并未对以下主题进行深入研

究：（１）样本只有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１２两年，无法观察当地方言能力对移民创

业影响的动态效应，从直观上来说，语言所包含的文化特性对个体行为

的影响具有滞后性与持续性的双重特征，而在现实中也很难排除个体使

用语言不连贯的现象，进一步研究有赖于时间跨度更长的平衡面板数

据；（２）当地方言能力产生的文化趋同心理是把双刃剑，在获得创业资源

的同时，也造成了社会福利的损失，这一问题尚未引起学界的足够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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犔犪狀犵狌犪犵犲牔犛狅犮犻犪犾犘狊狔犮犺狅犾狅犵狔３０（３）：２９０３１０．

犇狌犪狉狋犲，犑犲犳犳犲狉狊狅狀，犛狋犲狆犺犪狀犛犻犲犵犲犾，犪狀犱犔犪狀犮犲犢狅狌狀犵．２０１２．“犜狉狌狊狋犪狀犱犆狉犲犱犻狋：犜犺犲犚狅犾犲狅犳

犃狆狆犲犪狉犪狀犮犲犻狀犘犲犲狉狋狅狆犲犲狉犔犲狀犱犻狀犵．”犚犲狏犻犲狑狅犳犉犻狀犪狀犮犻犪犾犛狋狌犱犻犲狊２５（８）：２４５５

２４８３．

犉犪犾犮犽，犗犾犻狏犲狉，犛狋犲狆犺犪狀犎犲犫犾犻犮犺，犃犾犳狉犲犱犔犪犿犲犾犻，犪狀犱犑犲狀狊犛ü犱犲犽狌犿．２０１２．“犇犻犪犾犲犮狋狊，犆狌犾狋狌狉犪犾

犐犱犲狀狋犻狋狔，犪狀犱犈犮狅狀狅犿犻犮犈狓犮犺犪狀犵犲．”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犝狉犫犪狀犈犮狅狀狅犿犻犮狊７２（３）：２２５２３９．

犉狉犲狊犲，犕犻犮犺犪犲犾 ．２０１５．“犆狌犾狋狌狉犪犾犘狉犪犮狋犻犮犲狊犖狅狉犿狊犪狀犱犞犪犾狌犲狊．”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犆狉狅狊狊

犆狌犾狋狌狉犪犾犘狊狔犮犺狅犾狅犵狔４６（１０）：１３２７１３３０．

犉狉犲狊犲，犕犻犮犺犪犲犾犪狀犱 犕犻犮犺犪犲犾犌犻犲犾狀犻犽 ．２０１４．“犜犺犲犘狊狔犮犺狅犾狅犵狔狅犳犈狀狋狉犲狆狉犲狀犲狌狉狊犺犻狆．”

犃狀狀狌犪犾犚犲狏犻犲狑狅犳犗狉犵犪狀犻狕犪狋犻狅狀犪犾犘狊狔犮犺狅犾狅犵狔犪狀犱犗狉犵犪狀犻狕犪狋犻狅狀犪犾犅犲犺犪狏犻狅狉（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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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３４３８．

犌犻犿犿狅狀，犈犾犻犪狀犱犑狅狀犪狋犺犪狀犔犲狏犻犲．２０１０．“犉狅狌狀犱犲狉’狊犎狌犿犪狀犆犪狆犻狋犪犾犈狓狋犲狉狀犪犾犐狀狏犲狊狋犿犲狀狋

犪狀犱狋犺犲犛狌狉狏犻狏犪犾狅犳犖犲狑犎犻犵犺犜犲犮犺狀狅犾狅犵狔犞犲狀狋狌狉犲狊．”犚犲狊犲犪狉犮犺犘狅犾犻犮狔３９（９）：１２１４

１２２６．

犎狅犳狊狋犲犱犲，犌犲犲狉狋犪狀犱犚狅犫犲狉狋犕犮犆狉犪犲．２００４．“犘犲狉狊狅狀犪犾犻狋狔犪狀犱犆狌犾狋狌狉犲犚犲狏犻狊犻狋犲犱犔犻狀犽犻狀犵

犜狉犪犻狋狊犪狀犱犇犻犿犲狀狊犻狅狀狊狅犳犆狌犾狋狌狉犲．”犆狉狅狊狊犆狌犾狋狌狉犪犾犚犲狊犲犪狉犮犺．３８（１）：５２８８．

犎狌狉狊狋，犈狉犻犽犪狀犱犃狀狀犪犿犪狉犻犪犔狌狊犪狉犱犻．２００４．“犔犻狇狌犻犱犻狋狔犆狅狀狊狋狉犪犻狀狋狊犎狅狌狊犲犺狅犾犱犠犲犪犾狋犺犪狀犱

犈狀狋狉犲狆狉犲狀犲狌狉狊犺犻狆．”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犘狅犾犻狋犻犮犪犾犈犮狅狀狅犿狔１１２（２）：３１９３４７．

犑犪犿犲狊，犘犲狀狀犲犫犪犽犲狉犪狀犱犉狉犪狀犮犻狊 犕犪狉狋犺犪．１９９６．“犆狅犵狀犻狋犻狏犲犈犿狅狋犻狅狀犪犾犪狀犱犔犪狀犵狌犪犵犲

犘狉狅犮犲狊狊犲狊犻狀犇犻狊犮犾狅狊狌狉犲．”犆狅犵狀犻狋犻狅狀牔犈犿狅狋犻狅狀１０（６）：６０１６２６．

犑狅狊犺狌犪，犃狏犲狉犫犲犮犽犪狀犱犕犻犾犾犲狉犆犾犪狌犱犲．２０１４．“犈狓狆犪狀犱犻狀犵犔犪狀犵狌犪犵犲犈狓狆犲犮狋犪狀犮狔犜犺犲狅狉狔：犜犺犲

犛狌犪狊狅狉狔犈犳犳犲犮狋狊狅犳犔犲狓犻犮犪犾犆狅犿狆犾犲狓犻狋狔犪狀犱犛狔狀狋犪犮狋犻犮犆狅犿狆犾犲狓犻狋狔狅狀犈犳犳犲犮狋犻狏犲犕犲狊狊犪犵犲

犇犲狊犻犵狀．”犆狅犿犿狌狀犻犮犪狋犻狅狀犛狋狌犱犻犲狊６５（１）：７２９５．

犑狅狊犺狌犪，犃狏犲狉犫犲犮犽．２０１０．“犐狉狅狀狔犪狀犱 犔犪狀犵狌犪犵犲 犈狓狆犲犮狋犪狀犮狔 犜犺犲狅狉狔：犈狏犪犾狌犪狋犻狅狀狊狅犳

犈狓狆犲犮狋犪狀犮狔犞犻狅犾犪狋犻狅狀犗狌狋犮狅犿犲狊．”犆狅犿犿狌狀犻犮犪狋犻狅狀犛狋狌犱犻犲狊６１（３）：３５６３７２．

犓犻犱狀犲狉，犓犲犲犾狔．２０１３．“犇犻狊犮狅狌狉狊犲犐犱犲狀狋犻狋犻犲狊犪狀犱 犌犲狀狉犲狊犻狀犆狅狉狆狅狉犪狋犲犆狅犿犿狌狀犻犮犪狋犻狅狀：

犛狆狅狀狊狅狉狊犺犻狆犃犱狏犲狉狋犻狊犻狀犵 犪狀犱 犗狉犵犪狀犻狕犪狋犻狅狀犪犾犆狅犿犿狌狀犻犮犪狋犻狅狀 犫狔 犘犪狅犾犪 犈．犃犾犾狅狉犻

犌犻狌犾犻犪狀犪犌犪狉狕狅狀犲．”犔犪狀犵狌犪犵犲犻狀犛狅犮犻犲狋狔４２（１）：１１０１１１．

犕犮犽犲犾狏犻犲，犃犾犲狓犪狀犱犲狉，犎犪狔狀犻犲犕犻犮犺犪犲犾，犪狀犱犌狌狊狋犪狏狊狊狅狀犞犲狉狅狀犻犮犪．２０１１．“犝狀狆犪犮犽犻狀犵狋犺犲

犝狀犮犲狉狋犪犻狀狋狔 犆狅狀狊狋狉狌犮狋：犐犿狆犾犻犮犪狋犻狅狀狊犳狅狉 犈狀狋狉犲狆狉犲狀犲狌狉犻犪犾 犃犮狋犻狅狀．”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
犅狌狊犻狀犲狊狊犞犲狀狋狌狉犻狀犵２６（３）：２７３２９２．

犕犮犿狌犾犾犲狀，犑犲犳犳犲狉狔犪狀犱犇犲犪狀犛犺犲狆犺犲狉犱．２００６．“犈狀狋狉犲狆狉犲狀犲狌狉犻犪犾犃犮狋犻狅狀犪狀犱狋犺犲犚狅犾犲狅犳

犝狀犮犲狉狋犪犻狀狋狔犻狀狋犺犲犜犺犲狅狉狔狅犳狋犺犲犈狀狋狉犲狆狉犲狀犲狌狉．”犃犮犪犱犲犿狔狅犳犕犪狀犪犵犲犿犲狀狋犚犲狏犻犲狑

３１（１）：１３２１５２．

犕狅犾犾犻犮犽，犈狋犺犪狀．２０１４．“犜犺犲犇狔狀犪犿犻犮狊狅犳犆狉狅狑犱犳狌狀犱犻狀犵：犃狀犈狓狆犾狅狉犪狋狅狉狔犛狋狌犱狔．”犑狅狌狉狀犪犾

狅犳犅狌狊犻狀犲狊狊犞犲狀狋狌狉犻狀犵２９（１）：１１６．

犕狅狊犫犪犺，犃犻狊狊犪．２０１７．“犎犻犵犺犜犲犮犺犐犿犿犻犵狉犪狀狋犈狀狋狉犲狆狉犲狀犲狌狉狊犺犻狆：犃犆狅狀犮犻狊犲犚犲狏犻犲狑．”

犐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犜犲犮犺狀犻犮犪犾犚犲狊犲犪狉犮犺牔犃狆狆犾犻犮犪狋犻狅狀狊２（２）：９６１００．

犕狌犲犾犾犲狉，犛狋犲狆犺犲狀 犔．，犃狀犻狊狔犪犛．犜犺狅犿犪狊，犪狀犱 犃犾犳狉犲犱 犕．犑犪犲犵犲狉．２００２．“犖犪狋犻狅狀犪犾

犈狀狋狉犲狆狉犲狀犲狌狉犻犪犾犘狅狋犲狀狋犻犪犾：犜犺犲犚狅犾犲狅犳犆狌犾狋狌狉犲，犈犮狅狀狅犿犻犮犇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犪狀犱犘狅犾犻狋犻犮犪犾

犎犻狊狋狅狉狔．”犃犱狏犪狀犮犲狊犻狀犆狅犿狆犪狉犪狋犻狏犲犐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犕犪狀犪犵犲犿犲狀狋１４（２）：２２１２５７．

犘犪狉犺犪狀犽犪狀犵犪狊，犃狀狀犪犾犲犲狀犪犪狀犱 犕犪犻犼犪犚犲狀犽狅．２０１７．“犔犻狀犵狌犻狊狋犻犮犛狋狔犾犲犪狀犱犆狉狅狑犱犳狌狀犱犻狀犵

犛狌犮犮犲狊狊犪犿狅狀犵 犛狅犮犻犪犾犪狀犱 犆狅犿犿犲狉犮犻犪犾 犈狀狋狉犲狆狉犲狀犲狌狉狊．”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 犅狌狊犻狀犲狊狊

犞犲狀狋狌狉犻狀犵３２（２）：２１５２３６．

犛狋犲狆犺犪狀，犝狋犲犪狀犱犛犪狌狉犪狏犘犪狋犺犪犽．２０１６．“犅犲狔狅狀犱犆狌犾狋狌狉犪犾犞犪犾狌犲狊？犆狌犾狋狌狉犪犾犔犲犪犱犲狉狊犺犻狆

犐犱犲犪犾狊犪狀犱犈狀狋狉犲狆狉犲狀犲狌狉狊犺犻狆．”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犅狌狊犻狀犲狊狊犞犲狀狋狌狉犻狀犵３１（５）：５０５５２３．

犜犻犺犪狀狔犻，犔犪狊狕犾狅，犌狉犻犳犳犻狋犺犃．犇犪狏犻犱，犪狀犱犚狌狊狊犲犾犾犑．犆狉犪犻犵．２００５．“犜犺犲犈犳犳犲犮狋狅犳犆狌犾狋狌狉犪犾

犇犻狊狋犪狀犮犲狅狀犈狀狋狉狔犕狅犱犲犆犺狅犻犮犲，犐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犇犻狏犲狉狊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犪狀犱犕犖犈犘犲狉犳狅狉犿犪狀犮犲：

犃犕犲狋犪犃狀犪犾狔狊犻狊．”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犐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犅狌狊犻狀犲狊狊犛狋狌犱犻犲狊３６（３）：２７０２８３．

犠犪狀犵，犎犪犻狀犻狀犵，犣犺犻犿犻狀犵犆犺犲狀犵，犪狀犱犚狌狊狊犲犾犛犿狔狋犺．２０１６．“犔犪狀犵狌犪犵犲犪狀犱犆狅狀狊狌犿狆狋犻狅狀．”

犆犺犻狀犪犈犮狅狀狅犿犻犮犚犲狏犻犲狑 （４０）：１３５１５１．

犠犲狊狋，犘犪犵犲 犌．，犅犪犿犳狅狉犱 犈．犆犺犪狉犾犲狊，犪狀犱 犕犪狉狊犱犲狀 犠．犑犲狊狊犲．２００８．“犆狅狀狋狉犪狊狋犻狀犵

犈狀狋狉犲狆狉犲狀犲狌狉犻犪犾犈犮狅狀狅犿犻犮犇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犻狀犈犿犲狉犵犻狀犵犔犪狋犻狀犃犿犲狉犻犮犪狀犈犮狅狀狅犿犻犲狊：

犃狆狆犾犻犮犪狋犻狅狀狊犪狀犱犈狓狋犲狀狊犻狅狀狊狅犳犚犲狊狅狌狉犮犲犅犪狊犲犱犜犺犲狅狉狔．”犈狀狋狉犲狆狉犲狀犲狌狉狊犺犻狆犜犺犲狅狉狔
牔犘狉犪犮狋犻犮犲３２（１）：１５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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